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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知識分享之訊息特徵與知識提供者特徵對於訊息可信度之影響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網路應用服務的發展與成熟，以及人類對於溝通成本接受程度日漸降低，促使著

以電腦為基礎的互動模式快速蔓延於各項資訊交換或人際關係程序中，不論是透過電

子郵件、即時通訊服務、聊天室來聯絡事務與維繫情感，或是透過線上商場、拍賣網

站來取代實體逛街購物，都已經是現今人們非常頻繁的日常生活行為。 

人類的發展與進步依靠著知識的創造、使用、累積與傳遞，在過去，由於地理、

語言或是載具本身的種種障礙，使得知識的擴散能力始終受到限制。但自從網際網路

的服務進入民間與企業後，由於取得途徑的便利性，以及使用成本較為低廉等近用特

性（accessibility）（D’Ambra et al.，1998），使得人們也開始學習到如何透過線上媒介

來交換資訊。Flanagin and Metzger（2003）的研究即曾指出，相較於傳統媒介，網際

網路是現今人們最常用來作為獲取資訊的管道。近來網路上也已有許多可供不特定網

友針對共同主題交換意見或分享經驗的知識平台，而此些網站並非為了特定企業或特

定團體之商業目的所建立，僅是為了讓網路使用者有一個相互討論與資訊交流的開放

性園地，此類平台多數演進自過去的 BBS 站台，而目前是以各式討論版、論壇的方式

存在，例如台灣地區專門討論攝影的數位映象世界（http://www.dvworld.com.tw），或

是綜合論壇的八大資訊平台（http://clie.ws/bbs/index.php），以及近年受到廣泛注目的

奇摩知識（http://tw.knowledge.yahoo.com）都是明顯的例子，但為區別企業內部建置

的封閉式知識管理系統，本研究在此將此類開放式網站歸納作「線上知識分享系統」。

此類知識分享站台的運作模式是允許來自各地的陌生網友在版上將任何問題張貼其

上，而其他不論對於該議題熟悉或不熟悉的網友，可自由地在版上熱心回答或是給予

評論，而後續有相似問題的網友則可透過關鍵字搜尋方式檢索並閱覽此些以問題為索

引的知識系絡。 

由於網際網路的結構設計是沒有中央控制機制，在沒有守門員與編審機制下，資

訊是自然地流竄，任何人皆可成為作者，在網際網路中散佈任何訊息（Flanagin and 
Metzger，2003），也因此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訊息的品質存有不小的懷疑（Hurme，
2001）。線上知識分享系統內的知識提供者（發訊者）皆是自主性的發表，也沒有任何

機制可控制訊息或知識的正確與否，知識使用者（受訊者）面對訊息時似乎是難以判

斷何則訊息為真，何則為誤。但日常觀察與經驗中，消費者在於類似論壇與知識分享

網站的使用頻率卻是有增無減，當網友們有任何疑惑時，已習慣至網路上搜尋前人的

問答記錄來幫助自己找到解決方案，或自行於論壇上張貼問題請求協助。那麼，人們

在此一毫無過濾機制的分享環境中，面對眾多熱心網友所提供的不同版本知識，受訊

者到底是如何判斷何則知識足以採用，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受訊者判斷訊息內容的

可信度，即是本研究所欲討論的重點。 



本研究所討論背景是媒介豐富性（media richness）極為貧瘠的線上知識分享系統，

受訊者在其上所能接收的訊息，除了知識內容本體外，也僅有系統所提供的少數發訊

者個人資訊欄位。過去傳統媒介研究中已知，當媒介所能提供的線所有限時，閱聽者

會以訊息本身的某些屬性來判斷內容可信度（Flanagin and Metzger，2000），在純文字

的線上知識分享系統中也應如此，受訊者在閱讀線上知識時，應如在傳統媒介般受到

文字內容坎入統計數據或引述他人話語而影響其對於知識本體的相信程度；此外，過

去學者們也經常以來源可信度的方向討論訊息可信度，但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中，由於

發訊者多屬匿名狀態，真實身份幾乎無法得知，來源可信度的評量在此顯得十分困難，

僅能以十分有限的線索進行判斷。在純文字的線上知識分享系統中，受訊者尚能自發

訊者暱稱來「主觀」判斷其性別，根據過去研究結果得知性別會是影響受訊者對訊息

可信度判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驗證作者與受訊者性別一致性對於知識內容訊息可

信度的影響，亦為本研究的重要目的。雖然目前網路上的知識分享系統多是以純文字

的方式展現訊息，但多媒體視覺呈現也是網際網路的特色之一，因此許多論壇的版面

中也容許使用者可選擇揭露個人相片於其上，當受訊者於系統中見到知識提供者的相

片時，對於其外表吸引力的評量是否也會影響了對於知識本體的可信度知覺，亦是本

研究的討論重點。 

本研究擬採用實地實驗法，針對上述訊息特徵以及發訊者屬性進行操弄，以驗證

各項變數間的因果關係。研究之結果可供線上知識分享系統經營者瞭解受訊者對於訊

息可信度的判斷準則與思考方向，以作為後續版面強化的依據；此外，對於知識提供

者而言，可使其瞭解如何透過訊息與發訊者特徵之運用來改變他人的態度；研究之結

果不只對實務運用者產生實質貢獻，對於電腦媒介溝通（CMC）領域的進一步瞭解，

以及將實體社會中溝通與社會互動理論成功導入於網路世界中，皆有學術理論上的價

值。 

貳、文獻探討 

一、知識分享系統 

知識已經是現今社會唯一的競爭優勢來源（Druck，1995），人類社會的進步依靠

著知識之使用與傳遞，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可透過書籍文件保存，後人可

透過查詢獲得並使用，但是有非常多的知識卻是常存在於個人的經驗或心中，稱為內

隱知識（tacit knowledge），此類型知識就不是那麼容易為世人所廣為傳遞與使用了

（Nonaka，1994；Song，2002）。 
知識就是要能夠被社群內成員自由接觸與檢索使用（Alavi and Leidner，2001），

而所謂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可供個人取得並

利用所需資訊的環境，而經過使用此些訊息後，人們可發展出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分享

他人使用（Sue and Chris，2000）。相同的概念下，Bukowitz andWilliams (1999)則是

提出了知識管理的四個程序，包含以下元素且不斷循環：獲取（get），個人為了要解



決特定問題而去尋找資訊；使用（use），利用或合併所獲取的知識來解決問題並發展

出新的解決方案；學習（learn），因前述知識的有用而改變了既有態度與行為；提供

（contribute）則是說明了當個人確認知識可用甚至發展出新知識後，要將該知識再提

供予他人的程序。 
過去對於知識管理的研究，特別著重在知識分享此一變數。所謂知識分享乃是指

個人將所具有的知識分享與他人之行為(Ryu et al., 2003)，學者們之所以會如此重視知

識分享，乃是由於人們其實並不習慣於主動分享知識，因此，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因

素，則是過去研究亟欲瞭解的項目，綜合影響因素可歸類為分為兩大方向，第一是行

為面向因素，例如個人成本與利益考量（costs and benefits）（Kankanhalli wt al.，2005），
又例如知識分享對個人名聲的影響（Wasko and Faraj, 2005），以及個人的能力

（individual ability）（Lei et al.，1999）；另一方向的因素是屬組織面向，例如組織內

所提供的誘因機制（incentive systems）是否足以激起員工分享意願（Purvis et al., 
2001），或是許多學者認為組織內部的氣候（organization climate）（Bock et al.，2005）
或文化（organization culture）是否營造出知識使用與分享的氣氛（Delong and Fahey，
2000）。 

除了改善以上行為與組織面的議題外，Hansen et al.（1999）與Song（2002）也提

出資訊科技可有助於知識的分享與獲取，因此知識管理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KMS）或稱知識分享系統（knowledge sharing system，KSS）也成為近年各學

門學者積極討論的領域。學者們對於知識分享（管理）系統的定義十分分歧，實務中

對於此一系統認知上應有的輪廓或架構也不竟相同，但依知識管理與知識分享的定義

為基礎，似乎凡是能夠提供個人自由接觸、搜尋、使用、提供以及儲存知識的科技平

台，皆應可被宏觀的認定為知識分享（管理）系統。依此認定下，除了公司內部建置

並被命名為知識管理系統的的封閉式平台外，也有許多是以網路為基礎但架構與介面

不一的開放式知識系統，且廣為人們所使用，例如傳統的BBS討論區或是現行的論壇、

討論版，這類站台的運作模式通常是提供發問者將議題放在網路上，開放不特定網友

針對該問題自由提出解答、知識或解決方案，所以知識的儲存是以問題為基礎記錄於

系統中，未來對相關議題有資訊需求者可於版上以關鍵字搜尋過去以問題為索引的完

整資訊、討論或評論紀錄，若過去資訊未能滿足需求，使用者亦可自行在網上提出問

題尋求他人協助，此類系統在近年最受注目的可首推Yahoo.com的平台（在台灣名為

「奇摩知識 +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 在美 國 名為 「 Yahoo Answers 」
http://answers.yahoo.com，在中國大陸名為「雅虎知识堂」http://ks.cn.yahoo.com）。前已

敘述學界與業界對於知識管理系統或分享系統的定義及輪廓並不一致，為能區變特定

組織內的封閉系統以及網路基礎的開放分享系統，本研究中將特定組織內封閉式平台

定名為「知識管理系統」，而類似於奇摩知識或網路論壇、討論版等開放平台定名為

「線上知識分享系統」。 
線上知識分享系統是以網路為媒介，而網際網路的結構設計並沒有中央控制機

制，資訊是自由地流竄，任何人皆可成為作者，任意地在網際網路中散佈訊息（Flanagin 
and Metzger，2003），此一看似自由的資訊環境也帶來許多錯誤訊息使用以及受到不當

人士利用，Hurme（2001）就曾指出由於網路不如傳統媒介有編輯者或機制來對訊息

正確性與使用正當性進行把關，所以其上充斥著許多未經查證的資訊，因此人們對於



網路資訊的品質與可信度皆十分保留，Klein（2001）的研究也發現受訊者對網路資訊

的知覺正確性與客觀性會低於傳統媒介，Pinkham（1998）的研究也同樣指出消費者對

一般商業站台上的訊息並不信任。由於網路缺少過濾與控制機制，所以訊息的評估工

作完全都落在訊息接收者身上，但面對眾多訊息來源下的線上溝通環境，使用者其實

也不會記得哪一個來源提供了哪一個訊息，也即是他們不會儲存含有來源屬性的資訊

內容於他們的記憶中，因此人們經常在未經信效度確認下就使用了線上的資訊於現實

生活中（Sundar，1998），換句話說，受訊者在判斷訊息可信度時，幾乎是閱讀的當下

就決定了相信與否。人們會於知識分享（管理）系統中找尋資訊，其目的就是要使用

知識解決問題，但由於版上的任何知識也未經驗證與查核，使用者是如何在閱讀的當

下於眾多訊息中決定何則最具可信度，乃是本研究重點，以下將先討論訊息可信度之

定義，並以閱讀當下能檢視到的訊息特徵與知識提供者特徵兩大方向來探討影響訊息

可信度判定的因素。 

二、 訊息可信度 

所謂訊息可信度（message credibility）是指受訊者對於所接收訊息內容的整體客

觀性評估（Sundar，1998；2001），是可以被受訊者所知覺與衡量的（Lindsey and Ah Yun，
2003）。過去在探討可信度的研究中，經常有另外兩個變數與訊息可信度同時出現或混

用，也即是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Berlo et al.，1970；Gans，1979；Kiousis，
2001；）與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Gazino and McGrath，1986；Meyer，1988；
Sunder and Nass，2001；Spiro,2003）。Spiro（2003）的研究中即曾指出人們在溝通過

程中對於可信度的知覺（perception of credibility）是有以下三種知覺方向：訊息中所

能辨識來源的知覺（perception of identified sources in message）、訊息傳遞管道的知覺

（perception of channels through which message travel）以及對訊息本身的知覺

（perception of messages themselves）（Spiro,2003），Spiro（2003）的論述可謂對此三

種可信度作了一次清楚地區分。進一步解釋，可知來源可信度應該是指受訊者對於發

訊者（sender）本身之專業（expertise）、可靠（trustworthiness）以及吸引力（attractiveness）
的主觀評估（Dholakia and Sternthal，1977），也就是說，判斷信任的主體是在來源本

身，而非訊息或媒介；同樣地，媒介可信度所評斷的也應該是專注在受訊者對於資訊

管道本身的是否可靠，例如 Meyer（1988）提出媒介可信度應包含兩個評審構面，第

一個是該媒介的值得相信程度（believability），第二個是媒介與社群的關連性

（community affiliation），兩項目的焦點皆放在媒介特質上；承上，本研究的主要變數

-「訊息可信度」當然是單純描述著人們對於訊息內容的相信程度，但似乎也是描述著

訊息能否具有說服力，或是否能夠改變他人態度的意涵。 

過去研究並非皆能清楚界定三者間關係，不少學者在此些可信度使用上經常產生

混淆或疊用現象，例如 Flanagin and Metzger（2000）在其研究中是欲針對媒介可信度

進行衡量，但事實上，此研究中所衡量的卻不是受訊者對於不同媒介本身的可信度差

異，而是衡量了不同媒介所傳遞訊息的可信度，也就是該二學者將兩變數混用了，而

該研究綜合過去學者們主張所發展的五構面量表：相信度（believability）、正確性



（accuracy）、可靠性（trustworthiness）、偏誤性（bias）以及完整性（completeness），
似乎也應該是描述訊息可信度的不同面向。也例如線上環境的可信度調查中，Palmer, 
Bailey, and Faraj（2000）所探討的網站可信度（site credibility）就未能將對網路本身的

可信度（即 media credibility），對網站擁有者的可信度（即 source credibility），以及對

網站內容的可信度（即 message credibility）三者無法說明清楚。另一種常見的疊用現

象，是誤將人們對於來源本體的相信，一直到來源對於訊息可信度影響的整個過程，

都包含在來源可信度此一概念中，好比 Ellis（1992）的研究中就有此一現象，雖然其

文中表示是要衡量來源可信度，但在量表的題項文字中，卻都是同時包含了來源可信

度與訊息可信度間關係的整個程序描述。 

吾等可確立訊息可信度是獨立存在的變數，但並非與來源可信度完全無關，其實

其間仍有相互影響的現象，例如 Krimei（1966）的研究中即曾提出來源可信度會影響

訊息可信度，其研究結果顯示當高可信度的來源傳遞了低可信度的訊息時，會降低了

受訊者原先對於該來源的可信度評估，同樣地，當低可信的來源講述了高可信度的訊

息時，則其來源可信度評量會因此提升；相反地，若是低可信度的訊息卻由高可信度

的來源口中說出，則此則訊息的可信度可能會增加。 

本節已反覆解釋了來源、媒介與訊息三者應是獨立但可能相互影響的變數，可是

在不同溝通環境下，以上界線可能又會被打破，Sunder and Nass（2001）的研究中主

張，由於線上環境的特性，受訊者對訊息並不是只有被動地接收自發訊者（sender），
很多時候也會是來自收訊者的自選訊息，或是媒介本身所展露的特質（其概念如同

McLuhan（1964）所提出的「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論述），所

以在線上溝通中，受訊者對於來源的知覺不是只有發訊者而已，也包括了受訊者以及

媒介。不論 Sunder and Nass（2001）的實驗結果為何，但重要的是，當其將媒介與受

訊者視為來源的一種時，其在研究推論與實驗執行中，仍相當清楚的將來源本體與受

訊者對訊息的知覺（包含 liking、quality、representativeness 與 credibility）作了切割。 

過去研究中對於影響訊息可信度因素的探討也可區分成兩大方向，一種是訊息來

源相關的線索，另一種則是訊息內容相關的線索，也即是所謂訊息特徵（message 
features）（Hong，2006）。在訊息來源相關線索部分，傳統上多強調作者是被評估的重

要標的，而來源可信度被認為是可靠度（trustworthiness）與能力（competence）的函

數，所以若作者被視為是可信的，則其應該被知覺為一個具有信譽且專業的人（Fritch 
& Cromwell，2001）。O’Keefe（1990）對於來源可信度的論述中，也認為人們在進行

溝通時，受訊者對於來源（發訊者）的喜好程度（liking for the source），以及其知覺

與來源的相似性（similarity with the source），甚至是發訊者在外表上的吸引力（physical 
attractiveness），都會影響收訊者對訊息可信度的評估，類似的觀點 Brock（1965）也

曾提出，其主張來源與接收者間的相似性會強化了訊息的說服力。 

除了發訊者本身可為主要評斷標的外，也有許多與來源相關的線索被學者們所使

用，例如 O’Keefe（1990）也曾提出受訊者對於溝通主題的涉入程度（issue involvement）
會影響其對訊息可信度的知覺，又例如當閱聽者對線上訊息進行評估時，由於作者經



常是匿名或無法確認的，因此瀏覽者經常得依靠其他線索來評估其對該網站或網站內

容的相信程度，例如網站經營者是否有提供公正第三者（Trusted Third Parties, TTPs，
包括提供安全付款機制的公正第三方，或提供加密認證的第三方），以及是否有公佈明

確隱私權政策（privacy statements）（Palmer et al.，2000）。 

本研究所研究背景為媒介豐富性（media richness）極為貧瘠的線上知識分享系統，

受訊者在其上所能接收的訊息十分有限，除了知識內容本體外，也僅有系統所提供的

少數發訊者（知識提供者）個人資訊欄位，受訊者必須在如此稀少線索下判斷何則知

識可被信任或被採用。本研究針對知識內容的線索（訊息特徵）以及發訊者來源特徵

兩方向對訊息可信度之影響進行討論，詳述於以下兩章節中。 

三、 訊息特徵對訊息可信度的影響 

訊息特徵是指訊息內容的某些屬性，而受訊者會因為此些特徵而改變了對訊息可

信度的判斷（Hong，2006），在 Flanagin and Metzger（2000）的實驗中也發現到人們

不只會自來源或媒介，也會自訊息本體的某些線索來評估訊息可信度。而過去學者在

此些屬性與訊息可信度關係探討上，對於特徵的認定上也有不同的角度，有些研究著

重在文字結構或語意學上的表現，例如 Rosenthal（1971）的研究指出，一個具有可信

度的內容，或是一個具說服力的訊息（persuasive message），基本上可以有五種陳述的

型態：a.政策性的陳述（policy statement）：系指有關行動方向的語言表述，例如「必

須」、「一定要」等字詞，並非描述一個過去的經驗，而是指出發訊者對事物的期望；

b.定義性陳述（definitional statements）：描述著多組語言符號間的語意關係，也即所陳

述事項的邏輯關係；c.價值性的定義（value statement）：對於情境、思緒或事物之情感

意識的傳達，透過字詞符號來反映發訊者的正向或負向情感狀態，例如「是/非」或「善

/惡」等字眼；d.預測性的陳述（predictive value statement）：對於特定事件或情境將要

於未來發生的說明；e.實證性陳述（empirical statement）：對於真實世界中的個人、事

件或情境之說明與描述。Rosenthal（1971）指出以上的五種陳述型態，表現出說服性

語言的多元功能，具體而言，政策性陳述確認了發訊者的行為的意圖；定義性陳述強

化了概念的清晰性以及理解性；價值性陳述顯示了發訊者對特定事務的態度；預測性

陳述表達了前述行為的可能結果；實證性陳述展現出存在或曾經存在的實際環境。 

文字結構以及語意敘述的型態，對受訊者而言是十分主觀的判斷，但是另有一些

訊息特徵的討論，則是著重在較為具體且可供客觀評量的特定元素，多在強調文字中

所加註的各式證據（evidence），此些證據並非是來自發訊者個人特質所提供的證明，

而是源自於對事實的陳述（McCroskey，1969）。整體而言，當訊息中呈現了證據，等

於也增加了內容的明確性（specificity）以及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自然對於受訊者

評估訊息可信度有正向影響（Rosenthal,1971）。此類型的訊息特徵例如在文字中所加

入的統計數據（statistics），Kazoleas（1993）的研究中即發現當內容敘述中展露出統

計證據，較會改變受訊者的態度，在 Allen and Preiss (1997)的後設分析研究中，更發

現使用統計證據的訊息會比只使用敘述性文句較具說服力，也即是會增加了訊息的可



信度（Parrott et al.，2005；Dickson，1982；Yalch and Yalch，1984；Baesler and Burgoon，
1994）。在線上環境的研究中，也曾有學者提出觀察的結論，Pollach（2005）整理資料

後指出企業在網路上傳遞訊息時，大多數業者也會傾向以統計數字來增加內容的可信

度，只是此研究缺少了實驗結果的支持。 

引用統計數據會有說服效果的其中一個原因，乃是受訊者知覺到的樣本規模

（perceived sample size）（Baesler and Burgoon，1994；Lindsey and Ah Yun，2003），學

者們認為樣本規模的影響效果主要有兩個解釋方向，第一，收訊者會以很簡單的規則

來說服自己：「大多數人都同意如此，那麼我也同意」，有種跟隨著趨勢（bandwagon）
或盲目從眾的現象；另一種解釋的角度則是社會檢驗（social proof），也即是個人覺得

自己對事務態度的適當性，會受他人對此事務的態度而影響（Cialdini，1993），例如

某人對貪小便宜行為猶豫時，但看到大多數人都認為此行為是對的，則自己也會覺得

這行為是對的。但也由於此一說服原因，所以當統計數據所顯現的樣本數目越大時，

受訊者對於訊息可信度的評量也越高（Baesler and Burgoon，1994；Lindsey and Ah 
Yun，2003）；引用統計數據會有說服效果的另一個原因是收訊者對於證據的知覺可驗

證性（perceived verifiability of evidence）（Ah Yun and Massi，2000；Lindsey and Ah Yun，
2003），所謂的可驗證性係指受訊者可以充分地、獨立地來驗證訊息正確性（Rosenthal，
1971），可驗證性的知覺其實也是取決於訊息具體性（specificity of message），當訊息

內包含的具體訊息越多（例如統計數據），表示閱聽者可以有充分的資訊進行驗證，自

然會對訊息的可信度增加，但可驗證性對於訊息可信度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收訊者

將會對訊息進行驗證，而是暗示著該訊息可以被驗證。 

除了統計數據外，過去研究也瞭解到在一般溝通內容中，發訊者也經常會引述他

人話語（quote）來輔助自己的論點，Gibson and Zillmann（1993）的研究即發現收訊

者對於有使用引述（quotes）以及單純只使用敘述性內容的溝通訊息之知覺並不一樣，

Sundar（1998）的實驗結果則是進一步說明了使用引述確實會增加人們對於訊息可信

度的評斷。在學者們採認了使用了引述資訊會對訊息產生影響後，Zillmann, Perkins, 
and Sundar（1992）也曾經提出不同引述方式對於可信度影響之討論，但這個方向的思

考，並未成為主流，因為早 Hale（1984）的實驗中即發現不論是採用特定屬名引述

(specific attribution to a named source)，或是有標題但無屬名的一般性引述，其實對於

受訊者在訊息相信程度的評估上並無差異，所以本研究認為主要影響訊息可信度的因

素不是引述方式的變化，而是在於有或沒有引述性訊息。也有學者曾在線上環境提出

研究報告，Stewart（2003）的分析中顯現企業在其網站中加入令人信任的公正第三者

網站之超連結（hyperlink）時，會增加消費者對其提供訊息之信任感，而此加入超連

結的溝通模式，即類似於一般敘述文字中引述他人話語來輔佐自己論點真實性、正確

性或可信度的例子。 

在線上知識分享環境中，網友與其他使用者間在提出問題與提供知識的過程中，

可在頁面中觀察到的訊息特徵十分有限，僅能就內容主體所呈現的文字基礎之線索進

行抉擇，而統計數據的呈現對於受訊者在訊息明確性與可驗證性知覺方面都有提升，

因此在判斷此則知識是否值得信任上應有正向影響，相同地，當知識敘述本體中參入



了他人的話語來輔助溝通時，也應會如同前面所述，會比未加入引述而僅以敘述性文

句來解事時有更高的可信度，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說一與假說二： 

H1：純文字線上知識分享環境中，受訊者對於呈現統計數據的知識所評量之訊息可信

度顯著高於無呈現統計數據者。 

H2：純文字線上知識分享環境中，受訊者對於呈現引述的知識所評量之訊息可信度顯

著高於無呈現引述者。 

四、 知識提供者特徵對訊息可信度之影響 

本研究所討論的背景媒介為線上知識分享系統，受訊者在閱讀知識本體時，基本

情境上仍是與傳統純文字為基礎的媒介類似，因此前節以傳統對訊息特徵的判定為論

述基礎提出假說一與假說二。此外，另一個對於訊息來源可信度影響的重要因素群組

即是發訊者本身的特徵，其中包括性別、職業背景、社會地位、外表吸引力等，可是

由於線上知識分享系統的媒介豐富性通常較低，能夠供給評斷的線索有限，但有幸的，

所有此類系統皆需要發言者事先註冊，填入個人資料後方得登陸使用，因此知識系統

中雖無法顯現個人職業或社會地位，但是會呈現出發訊者的性別，或者，該系統若未

顯示性別，發訊者也可透過發訊者姓名判斷其性別，只不過由於網友通常並不會以真

實姓名呈現，而會使用暱稱或代號，所以判斷出的性別也僅是屬受訊者主觀的知覺。

除了性別外，許多的知識分享系統也可以讓知識提供者自由揭露其個人相片，因此，

在閱讀者於該系統閱讀知識時，會感受到與傳統媒介間存在較明顯的差異，即是同時

會接受到作者個人的外表視覺線索。 

發訊者對知識提供者所知覺到的性別，以及知識提供者所揭露外表的吸引力，對

於來源可信度以及訊息可信度的影響，是本節欲討論的重點。 

（一）性別對訊息可信度之影響 

發訊者性別與訊息可信度間的關係，也有學者主張會因受訊者自身性別而不同。

例如與本研究同樣屬線上情境的 Flanagin and Metzger（2003）之研究，其結果顯示瀏

覽者面對個人網站時，瀏覽者與發訊者（個人網頁擁有者）的性別是不相同時，所評

估出的訊息可信度也會高於當兩者為同性別時的評估分數，但是該研究原本的推論卻

是與先前 O’Keefe（1990）持相同看法，也即是主張發訊與受訊者間若為同性別時，

訊息可信度應會有較高評價，但該研究最後分析結果確有完全相反的結論，本研究認

為由於 Flanagin and Metzger（2003）在假說推論時使用了 Spears and Lea（1992，1994）
主張的 SIDE（Social Identity/ Deindividuation Model）作為重要推論邏輯，但是 SIDE
的背景是在完全匿名的低豐富性線上溝通情境中，主張視覺匿名時，溝通者的個人辨

識（individual identity）會相對受到抑制，若此時雙方有共同群體或某方面的相似性時，

會因為群體辨識（group identity）使得雙方產生從眾行為（conformity），進而容易相

信對方的訊息，但 Flanagin and Metzger（2003）實驗的場景卻是設定在媒介豐富性較



高的個人網站（類似 Blog），所以 SIDE 的推論當然不會適用，再者，個人站台內充滿

了個人資訊，甚至有個人相片，所以個人的辨識較為明顯，以性別操弄群體辨識的效

果也應該會較低，所以亦不符合 SIDE 的基本假設，但是假若資訊溝通的場景換成視

覺匿名的低豐富性環境，以 SIDE 為基礎來主張相同性別可能會因為群體辨識而產生

從眾行為，因而使得對於訊息可信度增加之論述，仍應成立。本研究的環境為線上知

識分享系統，屬文字基礎的低豐富性媒介，因此 Flanagin and Metzger（2003）原先以

SIDE 為底的論述應會成立，故推出以下假說： 

H3：視覺匿名的純文字線上知識分享環境中，受訊者對相同性別知識提供者之訊息可

信度評量顯著高於不同性別者。 

（二）外表吸引力對訊息可信度之影響 

線上知識分享系統中，若是發訊者選擇揭露個人相片時，則收訊者是處於非視覺

匿名的溝通行為中，對方的面容幾乎是整體溝通程序上第一個接觸點。外表吸引力

（physical attractiveness）所指的即是個人之面部容貌美麗程度，此一變數之所以會在

溝通領域中受到注意，是由於過去學者們發現到當個人具有較佳外表吸引力時，其在

人際互動過程中的關係表現與溝通效果皆會優於外貌不具吸引力者（Jackson and 
Huston，1975； Jones and Panitch，1971）。此外，外表具吸引力的人也被認為比不具

吸引力者的反應較快（responsive）、較為親切（kind）、易引起他人的興趣與注目

（interesting）、個性應該較為沈穩（poised），以及行事應會比較謹慎（modest）（Berscheid 
and Walster，1974；Caballero, Lumpkin, and Madden，1989），也即是會得到較為正面

的人格特徵評價，所以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也會認為外貌姣好者在事業上通常也

比較成功（Dickey-Bryant et al，1985；Caballero, Lumpkin, and Madden，1989）。除了

在個性的特質外，發訊者外表吸引力也會改變人們對其能力上的判斷，例如 Larrance 
and Zuckerman (1981)的研究就發現外表吸引力高的人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社交技

能，Patzer（198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溝通者之外表吸引力會使得受訊者對於其知覺信

任度（perceived trust）、知覺專業度（perceived expert）以及對其的喜好（liking for the 
communicator）增加，而此三變數也是受訊者判斷來源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所以 Widgery
（1963）曾經指出具外表吸引力發訊者之來源可信度顯著高於不具外表吸引力之發訊

者，所以其所傳遞的訊息之可信度也會較高。承上，過去曾有一個十分趣味的研究結

果，發現到人們甚至會情願借比較多的錢給外表具吸引力的人，因為他們感覺起來比

較具可信度（Byrne, Baskett, and Hodges，1971）。所以，外表吸引力效果在商業廣告

研究中也經常被發現，好比 Kahle and Homer（1985）之實驗瞭解到推薦者的外表吸引

力會影響受訊者對於產品或事物的態度，其他學者們則是進一步驗證了廣告中使用具

外表吸引力推薦者會有比較好的說服效果（Till and Busler，2000；Caballero et al.，1989； 
Mary et al.，1992）。 

除了前述因為個人的外表吸引力所帶給他人在專業或信任上的知覺而影響了他人

對其訊息可信度的判斷，本研究更進一步主張，個人因為外表吸引力所獲得的人際吸

引力（interpersonal attraction），也是說服他人的另一種途徑。過去學者們已反覆驗證



個人的外貌確實會影響其人際吸引力，外貌越好的人通常會有較好的人際關係，而外

貌較差者，人際吸引力較差（Berscheid and Walster，1974；Korabik，1981；Johnson，
1988；Townsend and Levy，1990），同樣地，在 Jackson and Huston（1975）的研究中

也提出外表較佳的人所展現出的自信會顯著高於不漂亮的人，而過去研究也已知，能

夠展現出充分信心的人，通常也較會受到他人的喜愛（Jones and Panitch，1971），所

以外貌較好的人容易受到他人的歡迎。喜歡與具外表吸引力的人交朋友，是不論各年

齡層都會有的傾向（Dion，1974；Huston，1973；Adams and Huston，1975），研究也

發現外貌姣好的人不只是會有較多的朋友，其實也會有較多的約會頻率（Berscheid et 
al.，1971；Feingold，1992），因此我們經常可看到俊男與美女身旁總是圍繞了許多追

求者。Huston and Levinger（1978）認為外表吸引力之所以會影響個人人際吸引力的原

因有三，第一個是因為人們都喜歡美的事物，自然會喜歡與外表好看的人們接近；第

二，具有外表吸引力的個人通常會被認為在其他個人特質上也都有好的表現，例如會

被認為應該有好的婚姻、好的職業等等，而人們也比較喜歡與整體評價較好的人們發

展人際關係；第三，Huston and Levinger 認為人們喜歡與具有外表吸引力的人為伍，

是因為他認為可藉以強化個人的社會地位（social standing）。 

本研究主張，當個人因外表吸引力而獲得較高人際吸引力評價後，也會因平衡理

論（Balance Theory）（Heider，1946；1958）觀點，而使得他人對其傳達的主張有較高

的可信度。在心理學與消費者行為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平衡理論，是由 Heider（1946；
1958）以 Festinger（1957）的認知失調理論（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以及 Osgood 
and Tannenbaum（1955）的一致性理論（Theory of Congruity）為基礎所發展的模式，

解釋了個人為何對於三個相互連結的態度會欲維持在一致且平衡的三角關係中。若是

平衡不能保持，則個人會處於認知的緊張（cognitive tension）狀態下（Homburg and 
Stock，2005），並試圖去調整其態度系統以期達到認知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
（Russell and Stern，2006）。但是此一平衡狀態的前提是個人必須知覺到一組相互連結

的元素，其中包含了「知覺者」（perceiver，person 1），其致力於平衡自己對「另一人」

（person 2）以及與 person 2 有關的「標的物」（object）（Osgood and Tannenbaum，1955；
Russell and Stern，2006）。個人對於標的物之態度會受他人對該標的物之評量，假若個

人對於他人的態度為正向，也即是與其間有正向的情感連結（sentiment connection），
因此當 person 2 表現出對標的物持正向態度時，且知覺者對於標的物事先不具有特定

的情感方向，則其會將自己對於標的物之態度調整至與他人相符（Dean，2002），此

時達到認知一致性。當然，若是個人對於另一人已存有負面的態度，則當 person 2 表

達對於標的物有正向情感連結時，反而會使得原先對標的物無特定情感方向的知覺

者，對標的物產生負向之態度評量。 

前已敘述溝通者對於外表吸引力較佳的人們通常會有給予較高的人際吸引力評

價，也願意與其進一步發展出人際關係，也即是對其存有正向的態度評價，再者，根

據平衡理論描述人們欲維持三態度間一致性平衡的假說，當人們對外貌姣好的人們給



予較高的情感連結時，且對其所傳遞之訊息主體不具有事先的價值判斷，則知覺者會

調整其知覺系統，使對於內容的態度與發訊者達成一致，也即是會持正面態度而傾向

相信此訊息，同理，當人們使用線上知識分享系統時，對於揭露個人相片之發訊者所

評量的外表吸引力較高，也應會影響其對於該發訊者所發佈內容的可信度。 

綜合前述因外表吸引力帶來個人可信度、專業與能力等判斷，以及透過人際吸引

力與平衡理論所推論獲取的來源可信度論述，本研究主張受訊者當面對外表姣好的發

訊者時，會比較相信其所發佈的知識，而對於外表較不理想的知識提供者，則可能會

給予較低的訊息可信度評量。以下假說： 

H4：非視覺匿名的線上知識分享環境中，受訊者對於具外表吸引力者所提供的知識之

訊息可信度評量顯著高於不具外表吸引力者。 

參、 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在線上知識分享系統上，知識內容使用了統計數據以及呈現

引述等訊息特徵，對於受訊者評價訊息可信度之影響；以及驗證知識提供者特徵中的

性別，若與與主題屬性一致或是與受訊者一致時，皆會獲得較高的訊息可信度評價；

此外，本研究亦將證明當知識作者揭露個人相片時，作者的外表吸引力高與低，也會

影響受訊者對於訊息可信度的判斷。由於是欲獲得各影響因素與依變數間的因果性結

論，因此本研究擬採實驗法進行之。實驗設計將以實地實驗法（field experiment）執

行，由研究者以及協助研究者（各校教師）於平日課堂中提出課堂作業，請同學們放

學後針對特定主題撰寫書面報告，隔週繳交，由於該份作業的主題是同學們所陌生且

課堂中未曾講解過的知識，因此要求同學至特定知識分享網站（由研究者事先建立）

中蒐集資料，也即是針對受試者下達知識搜尋指令，受試者將自行利用時間至指定網

站搜尋資訊，所搜尋到的知識亦是由研究者事先植入模擬的問答記錄（但每一問答記

錄皆只有一位發訊者所提供的一則知識），當個別受試者於網站上閱讀完資訊後，網頁

將會跳出一對話框，請受試者針對上述知識內容給予可信度評量，並填寫個人資料。

本研究採用實地實驗法之目的，是避免統一募集受試者到特定實驗室中研究時，會因

周圍情境與日常使用線上知識分享系統時不同，以及不自然的資訊搜尋任務，也可能

會產生實驗反作用效果，降低了研究的外部效度，利用課堂教師經常性的作業指令中

隱藏任務，受試者會在不知情狀況下瀏覽知識系統，但整體研究結束後，系統會向參

與者解釋研究全貌，並詢問其是否仍同意將可信度評量結果提供本實驗進行分析，假

若參與者不願意將資料供研究使用，則本研究會將該受試者資料刪除。 

本研究自變數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訊息特徵，包括統計數據以及引述，第二

類是知識提供者自身的特徵，包括性別（包含性別與議題的性別屬性）與外表吸引力。

本實驗將在相同知識內容主體下分別操弄各變數：統計數據、引述、性別、外表吸引



力，但本研究並非以四各自變數共同組成因子設計，而是獨立執行四次單因子實驗設

計，以凸顯各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綜合言之，實驗執行上分為四次，各次實驗

單獨目擊參與者進入實驗網站，並由系統隨機分派到兩情境之其中之一。各次實驗的

知識內容皆為一致，且版面作者訊息亦為一致，僅在各次實驗時，在各實驗自變數上

做調整，且不含其他實驗之自變數操弄，例如驗證統計數據呈現對訊息可信度影像該

組中，兩情境皆不包含作者照片、性別，以及引述，僅有純文字訊息中操弄統計數據

的呈現與否，又例如外表吸引力這一組，訊息為不包含統計數據、引述，以及性別的

知識內容與作者訊息，僅在作者資訊中操弄具外表吸引力與不具外表吸引力之作者照

片。 

二、自變數操弄、衡量與操弄檢定 

本研究首先要設計一知識主題，在相同知識主題內操弄以下各變數。 

（一） 統計數據 

文獻探討中已瞭解到統計數據是屬於坎入在訊息內容用以輔助主題呈現的數字，

因此在實驗操弄時是以相同的一段知識主體來製作成兩種版本，第一個版本是文字中

加入統計數據輔助解釋，此為「具統計數據組」，另一版本為不加入統計數據，僅有文

字的解釋，此為「不具統計數據組」。 

（二） 引述 

引述是指訊息陳述中加入他人的話語來輔助主題，因此在實驗操弄時是以相同的

一段知識主體來製作成兩種版本，第一個版本是敘述文字中加入「XXX 專家曾表示：

XXXXXXX」，但為避免專家本身於真實社會中的知名度或社會階級可能會影響受訊者

的判斷，故此專家將以虛擬人名代表，此為「引述組」，另一版本為不加入任何他人的

話語，僅有知識提供者第一人稱的敘述，此為「無引述組」。 

（三） 受訊者與知識提供者性別一致 

本研究中的性別操弄是指發訊者的性別，由於假說三與假說四是在視覺匿名的環

境下，因此性別的變化必須靠僅有的線索-「知識提供者暱稱」來操弄。實驗中以

JOHNSON 代表男性作者，MAGGIE 代表女性作者。知識提供者暱稱的呈現是以文字

方式呈現於其所提供知識的左側「作者資料」處。為了檢定受試者在性別知覺上是否

為本實驗所操弄，將於問卷中加入「本則知識提供者的性別為？」，使用「男性」與「女

性」兩個選項。藉由實驗隨機給予的知識提供者性別與受試者自我回報的性別是否一

致做判斷，可將受試者區分成「受訊者與知識提供者性別一致」，以及「受訊者與知識

提供者性別不一致」兩組。 

（四） 外表吸引力 



外表吸引力的操弄是改變位於頁面「作者資料」框格中的相片，相片內容將由本

實驗尋求外貌姣好（具外表吸引力）與外貌不佳（不具外表吸引力）的男性與女性各

一名擔任模特兒（共四名，由研究者先行主觀判定外表吸引力），以相同姿勢與背景拍

攝相片後，以便利抽樣募集三十名參與者進行先前性測驗，檢定四位模特兒是否能受

一般大眾直覺判斷為具外表吸引力與不具外表吸引力者。通過測驗之相片將製作入正

式實驗版本。為了檢定正式實驗時的受試者在此變數能為本實驗所操弄，將於問卷中

加入 a.「剛剛那位知識提供者長得很不錯」；b.「我覺得剛剛相片中的人好醜喔」，使

用 Likert 七點尺度衡量，「非常不同意」為 1，「非常同意」為 7。 

3.3 依變數設計與衡量 

本研究之依變數僅有訊息可信度一個，資料獲得上是採用 Lindsey and Ah Yun
（2003）研究中所發展的七題項量表，該量表於原始研究中也是用於操弄訊息特徵的

實驗設計情境下，因此校度部分應可確保，此外，該量表在原始研究中所得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95，也在可接受的範圍，故採用此一量表應為適當。本研究中依

變數量測尺度以 Likert 七點尺度執行。 

3.5 受試者募集 

前已敘述當參與者是在研究要求下的不自然知識搜尋任務，則其所表現出的行為必然與

實際溝通時會有落差，因此本研究為塑造一個真實溝通情境，決定讓參與者身處於受其師長

指示找尋撰寫報告所需資訊的任務情境下，為了配合此任務的執行，參與者設定是經常有報

告撰寫需求的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管理學院（或商學院）中的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由參與

研究的教師於日常課堂中對同學下達報告撰寫任務，請同學們針對教師指定主題至指定知識

分享網站中搜尋資訊與閱讀，屬單盲實驗。本研究於課堂內建立虛擬任務。由於本研究是探

討不同訊息與發訊者特徵對發訊者知覺訊息可信度的影響，是屬外在刺激與受試者直覺反應

間的關係，並非衡量個人既有的某項經驗或屬性，因此無抽樣母體的顧慮，任何人皆可參與

實驗，所以實施學校與課程的選擇，以及課堂內受指令學生的選擇上，皆無需隨機抽樣設計。

實驗完成後，於課堂中發放答謝禮品予參與研究之個別受試者。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操弄的訊息特徵以及知識提供者特徵皆屬名目變數，而訊息可信度是以

Likert scale 進行衡量，屬於順序尺度，但社會科學與心理學者們認為吾等所探討的行

為與心理變數，本難如同自然科學般量測出等距資料，因此主張若該衡量能取得符合

常態分配的資料，則可將之視作等距尺度進行計量分析（Comrey and Lee，1995；
Kerlinger and Lee，2000）。根據此述，本研究各組資料蒐集後分別執行 t-test 驗證各假

說。 

在分享知識中呈現統計數據與否的實驗中，含有統計數據組有 77 位受試者，不含

統計數據組有 75 位受試者，結果顯示受訊者對於包含有統計數據的知識之訊息可信度



評量顯著高於未呈現統計數據的知識(Mean 具統計數據=4.61, Mean 不具統計數據=4.08, t=2.42, 
p<0.05)，假說一獲得支持。在呈現引述與否的實驗中，含有引述實驗組募集 79 名參

與者，不具引述組有 79 名參與者，分析結果顯現有呈現引述的知識對於受訊者在訊息

可信度的評量會有顯著正向影響，也即是有引述的知識獲得較高的訊息可信度(Mean 具

引述=4.75, Mean 不具引述=4.03, t=3.416, p<0.05)，假說二獲得支持。在性別一致與否的實驗

中，計有 74 為受試者與實驗安排的發訊者訊息一致，有 45 組是不一致，經檢定發現

知識提供者與受訊者性別一致與否對於受訊者的訊息可信評量並無顯著差異(Mean 性別

一致=4.61, Mean 性別不一致=3.67, t=1.78, p>0.05)，假說三未獲支持。在外表吸引力的實驗中，

知識分享者為具外表吸引力的組別合計募集到 84 名受試者，不具外表吸引力組有 80
名，經分析瞭解到當受訊者對於具外表吸引力者所提供的知識會有較高的訊息可信度

評量(Mean 性別一致=4.60, Mean 性別不一致=3.89, t=3.295, p<0.05)，假說四獲得支持。 

伍、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驗證當受訊者在純文字的線上知識分享系統中，閱讀線上知識時，

文字內容坎入統計數據或引述他人話語會影響其對於知識本體的相信程度；以及驗證

知識作者與受訊者性別一致性時，會獲得較高的知識內容訊息可信度；第三項目的是

驗證當知識分享環境中揭露個人相片於其上，受訊者對於其外表吸引力的評量也會影

響了對於知識本體的可信度知覺。經採用實驗法，除了知識提供者與受訊者性別一致

與否對於訊息可信度的影響不顯著外，其餘假說皆獲得支持。 

本研究之結果成功地引用傳統語意學知識、人際溝通理論，以及社會學觀點進入

線上知識分享的研究領域，提供未來學者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此外，也擴張了過去知

識分享領域多在討論系統成功與否的因素或是影響分享意願的變數，而是深入探討當

使用者使用知識分享系統時是如何判斷知識是否可信與可用。在實務的觀點，知識分

享平台經營業者希望有更多的人願意在其上獲得可用知識，方能增加穩定的資訊搜尋

者流量，以誘使更多的知識分享者在平台上提供知識，透過網路外部性的正向循環，

獲得成功，因此，本研究提供了業者瞭解到哪些要素可提供受訊者對訊息可信度的判

斷，例如在系統尚可增加或強化知識提供者的相片刊登功能，使具外表吸引力的發訊

者可透過外表吸引力獲取訊息可信度；本研究亦對知識提供者提供了訊息操弄方式之

瞭解，對於有意透過知識平台分享知識或說服他人者有實質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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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一、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本計畫執行成果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高，唯在原先計畫中擬採用多因子實驗設計，但執行

時考慮到原先計畫並無理論或過去研究結論可支持各自變數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故在假說

時並無且無法提出自變數間的交互關係，但在實驗執行與資料分析時，採用多因子設計以及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似乎難以不對交互作用進行鑑定，但擔心此一分析會模糊了本研究所提

之各自變數主效果假說的焦點，故更改實驗執行方式，採獨立進行的四個單因子實驗設計，

分別針對各假說進行實驗與檢定，此舉雖使得實驗的進行變得繁複，但可凸顯各假說所欲傳

達的論點。 

二、研究成果之學術價值 

研究之結果可供線上知識分享系統經營者瞭解受訊者對於訊息可信度的判斷準則

與思考方向，以作為後續版面強化的依據；此外，對於知識提供者而言，可使其瞭解

如何透過訊息與發訊者特徵之運用來改變他人的態度；研究之結果不只對實務運用者

產生實質貢獻，對於電腦媒介溝通（CMC）領域的進一步瞭解，以及將實體社會中溝

通與社會互動理論成功導入於網路世界中，皆有學術理論上的價值。 


